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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混沌中苏醒:
清末民初身体的重新发现与再认识

∗

杨　程,许 祖 华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清末民初,随着社会的转型和西方自然科学理论的涌入,中国传统的身心观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思想界逐步形成了以身为本位的身心一元论思想,让身体由“虚”入“实”,成为有血有肉的物质实体.而

尚武、人种改良、新民运动等思潮,一方面希望通过改造个人身体来改造国家,另一方面也强调通过完善国家

制度来解放身体,以此形成个人与国家的双向互动.但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身体刚从封建礼教的控制

中解脱出来,旋即又陷入了被工具化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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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是“一个人身份认同的本源”[１],然而,身体本身却又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物质的身

体是相对稳定的:这一点正好与身体转向要求身体本身凝固下来以便身体话语能够依附在一个较

为坚实的基础上相吻合;另一方面,对客体世界的认识则是历史的、意识形态的、流动的.身体话语

如何在这种稳定与流动之间寻求到合理的平衡点以便发起真正有效的反击?”[２]这是身体史与文化

史上一个长期纠结的问题.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身”一直作为“心”的附属,牢牢地被

“心”所贬抑和控制着.鸦片战争之后,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下,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寻求强国保种之

道,大量自然科学书籍进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走出国门,对西方国家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在

此基础上,受启蒙主义、进化论等思想的影响,许多思想家对身体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主张身体

平等和身体解放,希望通过提高个人身体素质来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传

统的身心观逐步完成了现代化转型,“身”从“心”的压制下解放出来.

一、身心一元论与身体实体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与“心”、“形”与“神”的关系一直是重要的命题.且不论杨朱的“不以

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３]的极端贵身思想,其他先秦哲学家也大多主张身心一元论,对身体较为重

视,«道德经»中有“故贵身于天下,若可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４]之语,庄子提出了

“无情”[５]的观点,试图摆脱思想对身体的束缚.老、庄都希望身体回到“赤子”的原始状态,唯此才

是最合于“道”的,才能“逍遥游”,这也就是身体的本体论.不过,老庄思想中已经存在着将身体虚

化的苗头,他们所谈的身体并不是以骨骼、血管、肌肉、皮肤组成的物质实体,而更像是与山川、草木

乃至宇宙本体在本质上相通的概念化的身体.孔子也是主张身心合一的,«论语»中有“不降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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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辱其身”[６]之语.到了孟子,身、心二者有了显著分野,身成了阻碍心的发展所需要克服的东西: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

忍性,曾益其所不能.”[７]就是将身摆在了心的对立面,在身体的痛苦中才能“益”其心.后世思想家

既接受了孟子以“心”为本位的身心二元论思想,同时又发展了老庄将“身”虚化的理论,使实体的

“身”虚化成了“心”的附庸,修身只是克服欲望、保持健康的一种途径,其真正目的是通过不断自觉

地对身体进行规训来“修心”,由此便导致了身体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的缺席.鸦片战争后,中国的

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随着西方现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引入,传统的身心观逐步向一元论与实

体化的方向转型.但是,这种转型并不是彻底的、一蹴而就的,许多思想家还在身心之辨中犹疑与

挣扎,这正是晚清五四时期的特点所在.
(一)以身为本位的身心一元论的形成

以身为本位就是要尚独、尚私,重情、重欲,重视人的个体性和独特性,这也正是中国古代传统

身心观中最薄弱的一环.以身为本位的观念觉醒于戊戌维新时期,当时受西方影响更大的改良派

思想家们开始关注并肯定身体的欲望,以康有为«大同书»最具代表性.它虽然成书较晚,但其基本

思想形成于戊戌维新时期乃至更早,其核心观点是“去苦求乐”,主张重视并满足身体的快乐:“为人

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８]７人生在世全为快乐,“居处”“饮食”“舟车”“衣服”“器用”等生

活的方方面面都要“去苦界至极乐”,男女之间快乐即合,不快乐则分.康有为这种以身体为本位、
以快乐为目标的“大同”理想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惊世骇俗.然而,康有为的思想毕竟带有个案

性,当时许多思想家还秉承以“心”为主导或者身心兼顾的理念,严复就认为:“盖一人之身,其形神

相资以为用;故一国之立,亦力德相备而后存.”[９]１０

以身体为本位的思想到辛亥革命时期渐成规模.在这一时期,身体的欲望与意志力得到了更

多的关注,尚独尚私的思想蔚然成风.“以知识为全体,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也.人之嗜欲,著于

声、色、香、味、触、法,而仁义即由嗜欲而起.”[１０]“有英人洛克者,谓健全之心意,宿于健全之身体,
以此为教育之大眼目.”[１１]这也就是“心”宿于“身”、“身”决定“心”的“身本位”思想的雏形.王国维

“而意志与身体,吾人实视为一物,故身体者,可谓之意志之客观化,即意志之入于知力之形式中者

也”[１２]的身心一体思想,进一步瓦解了中国以“心”为本位的身心二元论传统.身本位的思想还衍

生出了对“独”和“私”的尊重,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的极端贵身思想也不再是受到批

判的对象:“今夫杨子为我之旨,不过曰个人独立,不求当世之名位货利,于不侵人自由之范围内,纵
一己之欲.此不可斥之为无君明矣.”[１３]“且夫无国与无家孰急,则必曰家急;无家与无身孰急,则
必曰身急.诚以国与家较,家其亲切焉者也;家与身较,身其尤亲切焉者也.”[１４]２６９这种将一身之利

置于国家之利之上的理念在之前是难以想象的.但在这一时期,许多革命家从现实需要的角度仍

然坚守着“心”为本位的理念,孙中山就曾说:“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

理之现象也.”[１５]

到五四运动前后,以身为本位的思想得到了新的发展,集中表现为尊劳主义和推崇物质文明.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脑力劳动而轻视体力劳动的传统,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

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与重“心”轻“身”的身体观一脉相承.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工人阶

级地位提升,纯粹的体力劳动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

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１６]１４１不

仅如此,劳动还成了人生的乐趣,成了痛苦时的消遣:“譬如身子疲乏,若去劳动一时半刻,顿得非常

的爽快.隆冬的时候,若是坐着洋车出门,把浑身冻得战栗,若是步行走个十里五里,顿觉周身温

暖.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做尊劳主义.”[１７]１８７劳动是创造社会一切物质财富的源泉,由尊

劳主义生发出对物质文明的重视:“我们不是否认有精神生活这回事,我们是说精神生活不能离开

物质生活而存在,我们是说精神生活不能代替物质生活.”[１６]２４６胡适也认为“人们享不着物质上的快



乐,只好说物质上的享受是不足羡慕的”,所以才去“戕贼身体,断臂,绝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

的安慰”[１８]５,然而“明心见性,何补于人道的苦痛困穷! 坐禅主敬,不过造成许多‘四体不勤,五谷不

分’的废物!”[１８]９鉴于此,胡适对西方工业文明、机器文明是极为推崇的,他认为机器不仅可以将人

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还能训练人的感官:过马路倘不耳聪目明,就会有危险,“这便是摩

托车文明的训练”[１９].然而,工业文明既是对人类身体的解放又是对人类身体的压制,陈独秀、李
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认识得非常深刻:“因为机器工业底生产品成本轻货色又好,他所到的地

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这时候的劳动者所得工资只能糊口,哪里还有钱买机器,无
机器不能做工,不做工不能生活,所以世世子孙只有卖力给资本家做劳动者.”[１６]１７７这种不是人统治

物而是物统治人的异化现象,是“烂熟”的资本主义文明难以避免的,不过,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资本

主义的发展还很不成熟,当时的思想家对异化现象的认识仅停留在表层上,深入的认识还要等到

１９３０年代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文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
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认识到了经济独立对身体独立的决定性作用.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诸

多思想家提出了禁止妇女缠足、冲破家庭限制等身体解放的理想,然而怎样将这种理想变为现实,
他们大多语焉不详.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都意识到了真正的个人解放需要以一定的经

济基础为依托,身体独立要从经济独立开始.陈独秀«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说:“女子丧失人格,完
全是经济的问题.如果女子能够经济独立,那么,必不至受父、夫的压迫.”[１６]１９０鲁迅说:“梦是好的;
否则,钱是要紧的.”[２０]人最要紧的事无疑是生存,如果没有养活自己的能力,那么一切身体解放、
个性解放便都是空谈,涓生和子君的悲剧正是如此.而一旦有了经济基础作为保障,个人特别是女

性才能不依赖于父兄,不依赖于家庭,久而久之,才能形成“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的“自立”的人

生观[２１].
(二)身体由“虚”入“实”的过程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身体观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将“身”虚化,否定身体的实体价值.而在清末

民初,“传统的‘修、齐、治、平’之道和‘穷独’、‘达济’之论已经失去实效”,当时的知识分子“似乎只

能找到‘身体’这一最切近、最方便,当然也很模糊的话语体系来表达各自对民族国家危亡的焦

虑”[２２].在这种情况下,一度被忽视的作为物质实体的身体也重新进入了思想家们的视野,而身体

的实体化过程也就成了“身体觉醒”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就开始从医学、生物学、解剖学的角度审视身体,“心”

被他们拉下了神坛,由与“道”相通的主宰还原为具体的身体器官:“至心之为用,不过能由大小血管

送血以通于脑,以充于周身,而身之百骸活焉,而脑之精气足焉.”[２３]１１５郑观应在比较之后提出了中

医不如西医的五个方面,对重解剖、科学、实证,“明脏腑、血脉之奥”而“无虚设、无假借”[２４]１６６的西医

极为赞赏.这可视为清末民初之际身体实体化之滥觞.不过,对中医的信服和对西医的怀疑难以

在短时期内骤然改变,薛福成认为:“余谓西医之精者,其治外症固十得七八,但于治内症之法,则得

于实处者多,得于虚处者少.”[２３]９８

在其后的戊戌维新时期,西方理论的大量译介特别是«天演论»的出版,使中国知识分子更自觉

地运用自然科学原理来审视身体.较有代表性的是“有机体”“质点”及“以太说”.唐才常认为身体

是由“质点”构成的,组成人体的各类元素也组成了自然界的其他物质,故而人能与天地万物相通:
“是为地天、人天、天天,故格致家言,可通佛家诸天之蕴;而佛家之积微质微点之心力,而救苦海世

界,其诸仁者所有事与.”[２５]５２这是将西方原子学说与佛教“宇宙全息”的思想融合了起来.谭嗣同

的观点与唐才常颇为相似,提出了“以太说”.“以太”本是西方科学家假想出的光传播介质,谭嗣同

借用来阐明自己的哲学理念,将“以太”视为一切物质组成的本源,是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类似于

中国传统的“道”,人体死亡后,以太又将重新“粘合”成新人.不过,以太说只是谭嗣同为中国传统

身心观披上的一件洋外衣,骨子里仍旧秉承重“心”轻“身”的观点,不生不灭的以太只是将佛家轮回



与性空理论换了种说法而已.在«仁学»中,谭嗣同一再表示:“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

惜!”[２６]５“乃中国之谈因果,亦辄推本前人,皆泥于体魄,转使灵魂之义晦昧而不彰,过矣! 失盖与西

人同耳.”[２６]３４“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２６]９６不得不说,谭嗣同将个人身体视为毫不足惜之物的

身心观和他慷慨赴死、英勇就义的行为有着必然关联.总体说来,唐才常和谭嗣同接受了西方自然

科学的观念,但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依旧强大,试图在西方理论与传统文化之间寻找对接

点,用自然科学理论对佛教和儒家的某些理念进行全新阐释.比唐、谭二人走得更远的是严复,他
率先用“有机”二字翻译了英文的“organism”,将人体视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各部分协调运作的“有机

体”:“有机体云者,犹云有机关之物体也.”[９]１９７这就不仅将身体视为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并特别

强调了身体“物”之本性,也就是将身体看作是由各种元素组成的物质实体,直到今天我们仍常常将

“有机体”作为身体的代名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推崇以及将进化论应用于社会、历史而不单单局

限于生物学的风气,一直持续到民国建立之后.
到辛亥革命时期,很多思想家已经接受了西方关于物质组成的“原子说”并将其本土化.在进

化论的影响下,人们进一步重视遗传学说,对细胞内的染色体在遗传中的作用有了一定程度的认

识,主张优生优育以改良人种,并已意识到中国只重父系血缘而忽视母系血缘所导致的姑表亲、两
姨亲等近亲结婚之弊端.章太炎说:“核丝之远近,蕃萎系焉.(传称男女同姓,其生不善.)故父党

母党七世以内,皆当禁其相婚,以血缘太近故也.”[２７]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宏观上的泛泛而论,而是深

入至细胞、染色体等微观层面,这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在这个时期,身体的实体化进程已经基本

完成,中国人的身体早已不再是那个虚无缥缈的依附于“心”的存在.

二、个人的身体与国家的身体

清末民初之际,随着人们对身体的再发现、再认识,种种身体解放、身体平等的理论不绝于耳.
然而,追求身体解放和身体平等的动机是什么? 是为了解放自己还是为了拯救国家? 大多数思想

家给出的答案都是后者.在那个危机深重的年代里,改造个人身体是与强国保种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几乎是一项政治任务,其中又包含着自下而上试图通过改造个人身体来拯救国家和自上而下依

靠改变国家制度来解放个人身体这两个部分.这种个人的身体与国家的身体的纠缠,几乎贯穿了

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具体到２０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身体更是每每成为社会的焦点,并多被放大

成为重大的政治文化事件,对推动社会变革发挥了应有作用.”[２８]

(一)从个人到国家———尚武、练兵与人种改良

长期以来,中国美男子的标准是“白面有须”,中国人欣赏的是谦谦君子的潇洒飘逸,而非赳赳

武夫的雄壮威武,长此以往便导致了中国人身体的文弱.中国第一位公使郭嵩焘在出使西洋时看

到洋人体格强健,能用额头和手掌击碎核桃,同时又“白皙文雅,终日读书不辍”,不禁感叹:“彼土人

才,可畏哉! 可畏哉!”[２９]

在洋务运动时期,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们意识到中国士兵缺乏训练,很多人甚至有吸食鸦片的恶

习,以至于身体羸弱.鉴于此,他们开始呼吁“习武”“练兵”,试图扭转中国传统的重文轻武思想,打
造文武兼备的理想人才.薛福成认为:“宋明以来,右文轻武,自是文人不屑习武,而习武者皆系粗

材.积弱不振,外侮迭侵,职此之由.”[２３]９６郑观应说:“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并

重.”[２４]９０这说明当时的思想家意识到,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已经成为避免亡国灭种厄运的必要途

径之一.
如果说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还是从提升军力的角度来倡导身体训练的话,那么戊戌维新

时期的思想家们就是从优胜劣汰的角度来提倡整个民族的尚武精神,改变“中国者,固病夫也”[９]１８

的现状.同时,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也意识到家国天下并不是属于君主一人的,而是由无数人的身体

乃至无数身体上的器官组成的:“世界一耳目心腹之所积也.积耳目心腹而成人,积人而成家,积家



而成邻,积邻而成里,积里而成乡,积乡而成党,积党而成都邑,积都邑而成国,积国而成天下.”[２５]７９

梁启超认为:“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３０]１０如此一来,个人的身体素质就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
民族的命运.鉴于此,严复主张“开民力”,并将“民力”与“民智”“民德”一起视为“生民之大要”.可

以说,对中国人体质病弱的忧虑和对尚武、尚动、开民力的提倡,成了戊戌维新时期及后世思想家改

造国民性的基点,对身体的改造升华为对整个民族、国家的改造.“倡言‘新民’、‘公民’,都是意欲

使‘国’与‘民’的结合更加紧密,使个人由家族依附转向为国奉献.”[３１]

同样是受进化论的影响,戊戌时期的思想家们逐步明确了人种的概念,认识到各个人种都处在

进化之中,要想不被其他人种所淘汰,中国人就必须通种、保种、进种.唐才常著有«通种说»,严复

提出了“保种、保国、保教”的主张.由于当时欧美国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所以唐才常、严复、康有

为、梁启超等人皆认为白种人优于其他人种,体现出了白种崇拜的倾向.梁启超说:“白人之优于他

种人者,何也? 他种人好静,白种人好动;他种人狃于和平,白种人不辞竞争;他种人保守,白种人进

取;以故他种人只能发生文明,白种人则能传播文明.”[３０]１３当时的思想家均认为保种是要务,要让

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立足就要通种、进种,让中国人向白种人靠拢.由此观之,中国长期在政治、经
济、军事等方面的落后,渐渐演变成了对中华民族乃至黄种人本身的不自信,文化、制度上的劣势导

致了中国人在身体上的自卑.此外,在个人与种族关系方面,许多思想家主张,当个人利益与种族

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要绝对服从于整个人种的利益,甚至要为种族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存权,
这就是严复所说的:“而至生与种较,则又当舍生以存种,践是道者,谓之义士,谓之大人.”[９]２５

自此之后,通过尚武、练兵、提升国民身体素质来强国保种的理念就蔚然成风.“２０世纪初叶

的中国确实对身体有着一份高度的着迷与坚持.从康、梁一辈开始,知识分子就以一种舍我其谁的

态度,努 力 于 推 动 各 种 的 身 体 改 造 运 动,营 造 一 个 有 关 身 体 ‘应 然’的 大 叙 事 (grandnarraＧ
tive).”[３２]１９１９０２年由沈心工作词的一首学堂乐歌就颇能体现这种风尚:“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

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冬冬冬

冬敲.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得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不仅尚武练兵、强国保种的身

体改造工程直接与国家利益相连,即便是身体解放运动,也割不断与国家利益的联系.比如,康有

为«大同书»一方面推崇男女身体平等:“同为人之形体,同为人之聪明”[８]１４７,“女子未有异于男子

也,男子未有异于女子也”[８]１４８,“原女子被屈之由,本于繁衍人类之不得已”[８]１７８;另一方面,他又反

对堕胎:“为全地人种之故而思保全之,则禁堕胎乃第一要义矣”[８]２４１,“夫大同之道,虽以乐生为义,
然人为天生,为公养,妇女代天生之,为公孕之,必当尽心以事天,尽力以报公,乃其责任,妇女有胎,
则其身已属于公,故公养之,不可再纵私乐以负公任也;若纵私乐以负公任,与奉官而旷职受赃同科

矣”[８]２３３,这又分明是打着公家的幌子将妇女的身体视为生育之工具,让妇女的身体刚从男性和家

庭的压制下解放出来,旋即又落入了“公”的魔爪.辛亥革命时期,许多知识分子主张妇女解放、禁
止早婚,试图让妇女从家庭中走出来参加工作、参与社会活动,其思想的本质与目的和康有为相通:
“那就是将身体的‘殖民’权利由家庭和礼教体系转移到国家的手上.”[３２]２３“‘国’在清末正逐渐取代

‘家’的地位成为身体的新统治者.”[３２]１１３妇女的解放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解放了妇女就可以提高

国家的生产力,禁止早婚又可以改良人种,这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是一脉相承的.
将个人身体与国家直接挂钩的思想,到辛亥革命时期更是与中国传统观念合流,发展出了新型

的“舍生取义”思想,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陈天华、邹容等革命家.他们无不主张牺牲个人、共
赴国难:“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去救国.”[３３]“故我劝列位撞

着可死的机会,这死一定不要怕.􀆺􀆺泰西的大儒有两句格言:‘牺牲个人(指把一个人的利益不

要)以为社会(指为公众谋利益);牺牲现在(指把现在的眷恋丢了)以为将来(指替后人造福).’这两

句话,我愿大家常常讽诵.”[３４]“‘身’和政治紧密地结合着,它是政治的工具,也是政治的目标,同时

也是政治的结果”,“‘革命’作为非常态的政治手段,它既以身体(改造、消灭、新生)为目标,也以身



体为工具”[３５].孙中山、陈天华和邹容舍生取义的理想,就带有鲜明的将身体工具化的倾向.而严

复所翻译的“有机体”一词正来自希腊表示工具的词汇[３６].其他重视个人身体的思想家,也无不同

时强调个人与国家的联系,个人对民族应尽的义务,重视杨朱利身思想的同时不忘墨子的博爱.
“自我身、我家、我国以至于我民族,皆与我有绝大之关系,皆我私也.自我身、我家、我国以至于我

民族,若有迫不得已之事,皆我私事也.”[１４]２７０“墨子兼爱之旨,不过曰欲人之爱利吾亲,必先爱利乎

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１３]这种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自私与博爱完全对等同一化的

说法难免牵强,但却鲜明地体现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在个人至上与民族至上之间的摇摆、犹疑.一方

面是冲破封建束缚的启蒙主义,另一方面是救亡图存的国家主义,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压力下,当
时知识分子的这种折中、调和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到了高扬启蒙思想与人道主义的五四时期,不为国家牺牲个人的思想得到了蓬勃的发

展.“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志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况其他

乎?”[３７]“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１６]１０４特别是针对

自杀行为,许多思想家都有委婉的批评:“故我之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士,为国

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我爱国诸青年乎! 为国捐躯之烈士,固吾人所服膺,所崇

拜,会当其时,愿诸君决然为之,无所审顾;然此种爱国行为,乃一时的而非持续的,乃治标的而非治

本的.”[１６]４０鲁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
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３８]然而,中国自古便把身体当作是

家庭、社会、民族、国家的附属物,“舍生取义”的行为总是被当作美德传诵千古,以对身体的抛弃来

达到所谓的名垂青史,这实际上是对生命和身体的漠视,是死后的名分对活着的身体的压制:“在历

史上,只有孝女,贤女,烈女,贞女,节妇,慈母,却没有一个‘女人’!”[３９]五四时期这种对个人的解

放、对虚伪的民族大义的反抗、对个体权益的提倡,恰恰是对身体的重新认识与发现,正如李大钊在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所强调的:“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１７]２０５

(二)从国家到个人———破除礼教钳制,维护身体权利

清末民初之际的思想家们一方面极为重视自下而上由个人到国家的身体改造运动,另一方面

也希望通过自上而下调整国家的法律、制度,破坏钳制身体的封建礼教来达到身体的平等与解放.
在古代中国,受儒家传统伦理观念影响,中国血缘宗法制社会的基础是“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的人伦秩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

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４０]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的身体权利往往

由身份决定,甚至犯罪量刑也是如此.比如子杀父与父杀子,同是对他人生命权的剥夺,但由于父

与子在封建身份等级上的不同,子杀父即为十恶不赦之罪,定当处死,而父杀子却可酌情减免量刑.
“男子杀妻,罪不至死.女子杀夫,则有凌迟之刑.男子停妻再娶,不过笞杖,女子背夫改嫁,罪至缳

首.(曰停曰背,轻重可见.)”[４１]２５９所以,要打破身份对身体的钳制,就要在国家法律和制度层面维

护身体平等,使中国社会“由伦理法走向权利法,或者说,由家族本位走向个人本位的身体权利演

变”[３２]９２.
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资政新篇»就提出了一些维护人的基本身体权利的举措,如:开设

医院;兴办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和育婴堂;废除酷刑、禁止溺婴、缠足、买卖人口与使用奴婢等.
到洋务运动时期,先进的思想家们对西方法治社会人人平等、赏罚不以身份差别而异的现象已有了

初步认识,薛福成就注意到:“子殴父者,坐狱三月;父殴子者,亦坐狱三月.”[２３]９９特别是他们发现西

方人对妇女较为尊重,有女士优先的传统,与中国压抑、束缚妇女的做法有很大不同.在西方思想

的影响下,许多思想家提出了君民平等、男女平等的观念.王韬提出一夫一妻制思想:“一男而有二

女,其不至于离心离德者几希矣! 故欲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先自一夫一妇始.”[４２]１１郑观应«女教»极
力反对缠足这种残害女性身体的行为:“至妇女裹足,合地球五大洲,万国九万余里,仅有中国而



已.”“苟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学,罄十年之力率以读书,则天下女子之才力聪明,岂果出男子下

哉?”[２４]１２１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女子才力不输男子的言论在当时也是极有震撼力的.何启、胡礼垣认

为:“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

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４３]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身体有完全的自主力,不受控于君、
父、夫.另外,身体的平等不仅体现在君臣、父子、夫妇之间,也体现在华洋之间.当时随着一系列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犯罪亦不由中国审理,由此就导致了洋人犯罪每每

量刑过轻,洋人与华人在身体权益上极不平等.对此,郑观应主张:“俾外国人亦归我管辖,一视同

仁,无分畛域.”[２４]２１５

在刑罚方面,中国古代历来重“刑”(主要是肉刑)轻“罚”,审讯当中经常严刑拷打,乃至屈打成

招.郑观应、王韬等人认为残忍的肉刑绝不能起到怀柔惩戒、改过自新之功效,不如外国刑罚那样

“宽严有制”,故而必须予以革除.如王韬认为西洋犯法者“从无敲扑笞杖,血肉狼藉之惨.其在狱

也,供以衣食,无使饥寒,教以工作”,“狱制之善,三代以来所未有也”,而“国中所定死罪,岁不过二

三人,刑止于绞而从无枭示”[４２]１５７.郑观应认为:“夫天地生人,原无厚薄也.何以案情讯鞫而酷打

成招,独见之于中国?”[２４]２１４与反对妇女缠足类似,郑观应也反对阉割这种残酷的肉刑,在«阉宦»一
文中,他认为阉割乃是“极弊之政,为合地球所共无者”[２４]２００,“是故古今异势,治乱异法,古虽有之,
今亦宜绝”[２４]２０１.这些取消肉刑的呼吁,使刑罚从对身体的迫害转移到对身体的拘禁上来;从对肉

体的粗暴惩罚以及对这种惩罚过程的丑陋展示转移到限制肉体自由的规训上来,这无疑是更合于

人道,是更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除了刑罚之外,中国古代的礼仪规范也是建立在身体权利不平等的基础上,“而举所谓叩头、请

安、长跪、匍匐、唱诺、恳恩之各种金科玉律,以为之倡,无怪乎相习而成风也”[４４].因为不平等,所
以身份地位较低微的臣、子、妇就要在拥有更高地位的君、父、夫面前表现出身体姿态上的驯服———
叩头、请安、长跪、匍匐、唱诺、恳恩等等.这种等级差异不仅体现在身体姿态上,也体现在服制上:
“男子丧妻,持服仅及期年,等于父母之丧子女.女子丧夫,乃有三年之服,等于子女之丧父母,且有

终身不释者.”[４１]２５８Ｇ２５９“人们可以从儒家的经典著作«礼记»之中发现,儒家学说对于人体的规范训

练几乎面面俱到;这种训练显然从属于‘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封建意识形态.对于统治机

构说来,人体不是某种单纯的物理存在,人体必须充当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４５]要达到身体的平

等与解放,让身体获得独立性,不再充当“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就必然要破除以“三纲五常”为代

表的封建意识.当时很多学者更是认为要破除封建的“三纲五常”就必须破家、毁家,打破父母、兄
弟、翁姑、丈夫对妇女身体的暴政:“盖家也者,为万恶之首.”“则欲开社会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

矣.”[４６]正所谓不破不立,如果不能自上而下从国家的法律、制度、政策以及社会的礼仪、规范、习俗

等方面加以改革,那么身体的平等与解放永远都只能是一纸空谈.
从晚清到五四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也是身体意识的转型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身体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重视,身体平等与身体解放的理念也日渐深入人心.但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身
体刚从封建礼教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旋即又陷入了被工具化的境地.如果说传统中国人的身体是

隶属于家庭的,那么清末民初大多数思想家们理想中的身体就应该是隶属于国家的.换句话说,他
们试图让身体完成从伦理化的到政治经济化的转型,让身体成为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基点,用规训的

方式,针对“肉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进行“安排和征服”,因为“只有在肉体既具

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４７].但我们也应看到,这种个人与国家的互

动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国家不单是代替家庭控制身体、制约身体的压迫性力量,很多时候它

还在制度和政策层面推动着身体平等、身体解放.而身体到底应该属于个人,还是应该属于国家,
这个命题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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